
“行政吸纳”视角下深圳市城中村
改造模式及演化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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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城市建设逐步转向以 “存量提

升”为主的发展阶段，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作者基于政治学

中的 “行政吸纳”理论，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城市发展及政策环境的

变化历程，解析典型案例水围村的改造模式及演变动态。研究发现：地方政

府及其政治目标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演

化体现了政府对城市发展与政策需求的积极响应。深圳市政府以村集体为吸

纳对象，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 “被动吸纳”、 “主动吸纳”和 “主导吸纳”

策略，重点 “吸纳”了村集体的土地、综合环境和公共服务功能，引导城

中村逐步融入城市主体。水围村案例验证了城中村走 “渐进式局部改造”

道路的可行性，体现了城中村与城市融合的多样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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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正处于盘活存量土地谋发展的转型阶段，城中村改

造升级已进入关键期 （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叶裕民，２０１５；邹兵，
２０１７）。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的崛起曾伴随着大量城中村生长，其城中村改造
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改造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历了 “由急到缓”、由

２７



重 “拆建”到重 “整治”的转变。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深圳城中村改造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考虑到政

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治学中的 “行政吸纳”理

论，构建研究框架，并以水围村为例，揭示政府目标及其策略的改变如何影响城中村

改造模式的选择。

一、“行政吸纳”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

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核心。已有研究分析了城中村改造过程

中的核心利益主体 （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和村民）及其利益诉求 （Ｓ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强调通过 “利益共赢”促成改造的实现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贾生华等，
２０１１）。其中，村民与开发商均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为目标 （李培林，２００２），而
政府则需要平衡经济、社会等多个目标 （郭友良等，２０１７）。政府既有从改造中获取
经济效益以支撑城市运营的需要，又希望以此提升空间品质，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

善城市治理以增进居民幸福感 （李志刚，２０１１；赵艳莉，２０１２；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在财政和行政权力下放及 “锦标赛”式行政治理体系下 （周黎安，２００７；何深静、
刘玉亭，２０１０），政府既是 “趋利”的 （魏立华、闫小培，２００５；张京祥、赵伟，
２００７），又是 “为公”的 （闫小培等，２００４；邵任薇，２０１０）。同时，已有研究也关
注到政府在城中村改造利益博弈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政府掌握着土地征用、出让

和开发的管理权 （郭友良等，２０１７）；另一方面，政府又拥有发展规划、更新改造和
实施政策的制定权，能够强有力地主导和控制城中村改造的全过程 （叶裕民，

２０１５）。可见，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政府目标是解析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其变化
的核心切入点。尽管城中村改造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成果丰硕，但已有研究多聚

焦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改造模式，较少研究改造模式的调整机制，缺乏长历时、多模式

的比较研究，尤其缺乏所谓 “联系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视角 （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６；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鉴于此，本文拟引入政治学中的 “行政吸纳”

理论，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深入剖析深圳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演变历程，以

揭示其影响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的动力机制。

“行政吸纳”指的是国家权威对社会力量的吸收和引导 （陶建钟，２０１３）。“行政
吸纳”这一表述最早源于金耀基提出的 “行政吸纳政治”概念，他认为 “‘行政吸纳

政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吸收进决策机构，从而获得某一层次的 ‘精英整合’”（金耀基，１９９７）。在此基础
上，康晓光和韩恒进一步提出 “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用以解读中国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政府是政治基底，政府力量相较于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政

府根据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对其采取差异化的 “吸纳”策略，

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实现服务职能 （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Ｋａｎｇ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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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２００７）。① 随后，“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蒋金富，２０１２），学
者们提出了 “行政吸纳服务”（唐文玉，２０１０）、“甄别性吸纳”（陈天祥、应优优，
２０１８）等概念，突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属性，强化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社会
组织愈来愈密切的 “合作”关系，使得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加 “柔性化”和 “隐形

化”（吴月，２０１５）。近年来，“行政吸纳”理论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如政策制定
（王清，２０１５）、政府购买服务 （吴月，２０１５）、社区治理 （陈伟东等，２００７）和公共
文化服务组织建设 （唐文玉，２０１０）。

需要强调的是， “行政吸纳”具有甄别性，即政府在 “吸纳对象” （吸纳谁）、

“吸纳内容”（吸纳什么）和 “吸纳时序”（什么时候吸纳）上是有选择的，政府可

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吸纳其不同内容，“吸纳目标”（为什么吸纳）也与政策环境

息息相关。在城中村改造问题上，一方面，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集

体属于广义的社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府直接控制的城市治理体系，村集体及其所辖

的空间分别构成了政府可吸纳的对象和内容；另一方面，城中村有碍于土地价值的最

大化和城市形象，政府往往希望通过改造实现城中村的 “正规化”，使其与城市体系

接轨 （赵静、闫小培，２０１２），这构成了政府吸纳的需求。由于城市发展环境及政策
目标的动态性，政府对城中村改造的需求与目标也会不断变化，政府与村集体之间的

关系以及对城中村空间的利用方式也随之调整，从而呈现多元化、动态性的特点。从

“行政吸纳”角度解析城中村改造，有助于将城中村改造置于城市整体发展的时代背

景和制度框架之中，深刻揭示行动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完善城中村改造研

究框架。

本文的 “行政”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也指代国家或政府行为；“吸纳”指的是政

府引导社会组织分担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为深入探讨不同城市发展背景下城中

村改造模式的选择逻辑和演化机制，本文基于 “行政吸纳”理论构建了城中村改造

的分析框架 （见图１）。首先，“行政吸纳”的目标建立在城市发展背景及政策环境
上，目标的确立为城中村改造提供引导方向和动力；其次，由于目标定位的差异，政

府会采取差异化的吸纳策略，从而影响政社关系和空间利用的方式，并反映在改造模

式的选择上；最后，“行政吸纳”的甄别性，对改造效果有重要影响。

二、研究设计

水围村是深圳市典型的城中村，近年因其更新整治实践而受到广泛关注。水围村

隶属于福田区，位于福民路以南，福强路以北，益田路以东，金田路以西，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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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狭义的社会组织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

广义的社会组织还包括宗教场所、事业单位、业主委员会、村委会、居委会、社会企业等。这里是指广义的社

会组织。



图１　基于 “行政吸纳”视角的城中村改造分析框架

２３４６万平方米。该村地处城市中心区南侧，深圳河以北，与香港隔河相望，且毗邻
皇岗口岸、福田口岸和广深高速，地理区位优越。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水围村居住人口
达３万多人，其中户籍居民２１２６人，村民仅８１０人。① 水围村的流动人口数量庞大，
与本地人口形成倒挂，属于典型的城中村人口结构。

水围村有６００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前，水围仍保留着传统村落形态，辖区内有
大量农田和未开发用地。直到１９９０年，水围村才建设了一批２～３层的居民楼和工业
厂房。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水围小学、幼儿园和肉菜市场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纷纷落地，
并在临金田路段新建了一批高层建筑 （同时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但村内仍保

留有大量老旧房屋。进入２１世纪，水围开启了有规划的旧村改造行动。改造后的水
围褪去了村落形象，与周围的现代化城区融为一体 （王荣等，２００６）。同时，水围的
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固定资产从１９９２年的６０００万元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逾１０亿元；村 （股）民分红从１９９２年的人均５０００元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人
均３万多元。此外，水围有不少改造实践走在全国前列，如全国第一个通管道燃气的
城中村、荣获 “全国特色文化广场”的水围文化广场、由村集体建设的专业博物

馆———雅石艺术博物馆等。水围村的改造实践内容丰富且示范效应强，为研究深圳的

城中村改造提供了良好样本。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源于文本资料和实地调研。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分别于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及 １１—１２月在水围村实地考察，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 （ｓｅｍ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② 通过访谈和调研，以及对水围村改造历程、改造方式、空间
演变等方面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获取了有关改造动力、改造过程中各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和受访者对于改造事务的态度等定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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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深圳市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围村———农村城市化改革之路》。

受访者包括村集体所属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１人，人才公寓物业管理人员１人，本地居民深度
访谈３人、一般访谈１０多人，本地商铺店主２人，研究水围的当地学者２人，以及与水围改造相关的从业人员
４人。其中，深度访谈的村民，均已在水围村生活２０年以上，且积极参与村中事务，对水围村的变迁有深刻
体验。



三、水围村改造过程中的 “行政吸纳”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水围村一直是深圳城中村改造模式演变的 “晴雨表”。总

体上，水围实行局部拆建与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改造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政府行

政目标不同，具体的改造模式随之变化，其作用和影响也有差异。具体而言，水围改造

历程可分为拆除重建为主、环境类综合整治和统租类综合整治三个阶段 （见表１）。

表１　 “行政吸纳”视角下深圳水围城中村改造模式演化

阶　段 决策背景 行政目标与改造动力 吸纳策略与改造模式

拆除

重建为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

１深圳拟建设国际性城市，要求改变粗放
型城市增长方式；

２深圳启动“农村城市化”，要求村集体改
制，农村土地国有化；

３深圳发布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集约开
发、协调全局建设

通过城乡一体化及

城市规划手段增加

城市发展可支配用

地及土地利用效益

１政社关系：村集体改造意愿强，
自主申请改造，由政府批准同意改

造，呈现政府“被动吸纳”、村集体

“寻求吸纳”的特征；

２空间利用：村集体土地收归国
有，同时依集体需求拆除旧屋，建

设商住楼、广场等

环境类

综合整治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

１深圳的转型发展亟须解决“四个难以为
继”问题；

２深圳出台城中村改造专项政策，城中村
改造制度化；

３深圳发布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城
中村改造“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开展；

４福田区致力于打造环境宜人的国际化
中心城区，并发布城中村改造“十一五”规

划，水围村列入改造计划

规范引导城中村按

计划改造，使其与城

市大环境融合，增强

城市宜居 性和宜

商性

１政社关系：政府与村集体合作，
各取所需；政府开始“主动吸纳”，

村集体仍保留较强的改造意愿；

２空间利用：保留村集体土地产
权，政府一次性出资改善村域综合

环境及设施

统租类

综合整治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

１国家提出住房改革以及到２０２０年完成
城中村改造的要求；

２深圳大力推行人才安居政策，为建设创
新型城市、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

３深圳实施“强区放权”战略，调动各区承
担保障房供应任务的积极性；

４福田区新增建设用地极度短缺，保障房
供应和城中村改造任务繁重

完成城中村改造及

保障房供应的目标，

增强公共服务能力

以适应城市产业升

级和转型 发展的

需要

１政社关系：政府“主导吸纳”村
集体以实现工作目标，村集体起协

作、配合作用；村集体对改造为保

障房的主动性并不强烈；

２空间利用：保留村集体土地产
权，政府以租赁方式获取村民楼房

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使城中村与

城市保障房体系接轨

　　

（一）拆除重建为主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经过改革开放后１０余年的大规模建设，深圳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向现代化国

际性城市发展。然而，有限的土地空间难以支撑粗放型的城市扩张，于是深圳市于

１９９２年实行特区范围内的 “农村城市化”，着手 “向内”挖掘发展空间，逐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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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国有化。同时，深圳市政府发布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强调城市开发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各区城市建设要与全市发展目标衔接。

在此背景下，水围成为深圳首批 “农村城市化”改造的村落，并于１９９２年成立
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围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作为典型的流动人口

聚集地，水围仍有大量旧住宅和待开发用地。由于与周边城市开发缺乏衔接，水围的

地势低于市政道路标高１５米，每逢大雨就面临水患及衍生问题，环境质量亟待改
善。为此，股份公司利用其开发建设权，于１９９９年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
圳分院制定了高标准的 《水围社区总体规划》，并于次年开始自主改造。改造以 “拆

除重建”模式为主，改造后的地块均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具体而言，拆除了

占地面积３万多平方米的街口、老围、龙秋三大片旧村 （拆掉旧屋６００多间），建设
了水围新家园 （共４栋楼房，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和水围新村 （共３５栋楼
房，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前者用以安置被拆迁片区的现居村民 （约４００户），
后者作为对旅居港澳及海外原村民的拆迁补偿。２００４年，股份公司还投资５０００多万
元兴建了占地面积７８００多平方米的水围文化广场。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城中村改造以村集体自主开发、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的

形式展开，呈现政府 “被动吸纳”、村集体 “寻求吸纳”的特征。由于尚未形成城中

村改造的专项政策和计划，政府在改造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 “农村城市化”政

策和总体规划释放旧村改造信号，同时凭借土地管理权和审批权调控城中村改造进

程。而股份公司一方面实际承担着原村委会经济和社会发展职能，另一方面又需要接

受市、区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指导。优越的地理位置令水围村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

红利，股份公司有充足的动力推动本村的升级改造。

（二）环境类综合整治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十一五”期间，深圳进入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期。同时，深圳也面临 “四个难以

为继”① 的发展瓶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深圳市政府发布 《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改造

暂行规定》，拉开了全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２００５年，深圳又先后发布了 《关于深圳

市城中村 （旧村）改造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和 《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改造总体

规划纲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进一步对城中村改造的目标、模式、程序和计划等做出
具体规定，改造工作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自上而下”有序展开。福田区是这一时

期 “高增长、紧约束”的焦点区域，有１５个城中村，在３９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
人口约８２万人，城中村平均容积率为３４２，居全市首位。过高的人口和建筑密度，
加上滞后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导致城中村的环境卫生、治安、消防等问

题突出，直接影响福田区打造国际化中心城区的目标。因此，福田区率先开展了城中

村调查、研究和规划编制工作，并于２００５年发布 《深圳市福田区城中村改造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将城中村改造纳入区政府的年度工作计划。

７７

萧俊瑶等：“行政吸纳”视角下城中村改造模式及演化机制研究

① 四个难以为继是指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不足。



依据规划，水围被定位为口岸服务和中心区配套综合区，计划以综合整治及分期滚

动拆除重建的模式进行改造。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福田区政府先后投入约５０００万元和８０００
万元资金对水围进行两期环境综合整治，内容涵盖市政道路、通信管网、供水供电、消

防设施、监控系统、道路灯光、环境卫生、街道景观及外立面装饰等方面。水围股份公

司与区政府不仅共同投资１５亿元兴建多个文化设施，而且修葺了明清文物保护遗址
“龙秋古井”，保护了３棵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古榕树。经过此轮改造，水围村作为 “宜

居型城中村”样板被广泛宣传，福田区也借此经验继续推进其他城中村的改造。

这一阶段，政府对村集体展开更主动的 “吸纳”，双方以合作形式共同推动水围

综合环境的提升。城中村改造有了市、区层面明确的规划和政策指引，政府更积极和

有计划地参与到改造工作中。福田区政府和水围股份公司合作开展水围村改造，双方

在改善片区居住和宜商环境、创造优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效益上达成共识。市政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由区政府统一规划出资，股份公司协调村民配合改造，为整治行动

减少阻力；村内的文化、商业、办公、住宅等项目则由股份公司或双方共同出资建

设。政府的 “吸纳”内容也由以土地产权为主发展到全方位的物质空间，推动了水

围村与城市大环境的深度融合。

（三）统租类综合整治阶段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６年以来，新阶段的改造依旧存在 “局部拆建”，但以新型综合整治为特征。

水围新村原有的３５栋居民楼中，有２９栋被改造成５０４套青年人才公寓———福田水围
柠盟人才公寓 （以下简称柠盟公寓），总面积约为１５４７２平方米。公寓的一、二层为商
铺，三层及以上为住房。在保持原有空间肌理及建筑结构的基础上，着重加强了消防、

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增了电梯、空中连廊和屋顶花园等公共活动空间，楼体被粉

刷成７种颜色作为视觉引导，公寓室内也设计成多种风格，柠盟公寓由此成型。
具体而言，福田区政府于２０１６年开始打造水围国际社区，投资１亿元，并与水

围股份公司及市属国有企业深业集团密切合作。之后，股份公司耗时半年，与该地块

（水围新村）业主签订了为期１０年的返租协议，将３５栋房屋中的２９栋收回，并以
７０～８０元／（平方米·月）的价格租给深业集团，股份公司在此过程中获得福田区政
府的改造补贴。深业集团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后，再以１５０元／（平方米·月）的价
格转租给福田区政府。福田区政府将其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并以 ７５元／（平方
米·月）的价格配租给符合条件的 “人才”。该项目于２０１７年启动，２０１８年迎来首
批入住者。柠檬公寓的物业管理和运营均由深业集团负责。

柠盟公寓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政策与城市发展背景。在国家层面，《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现有城中村的改造；深化
住房制度改革，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并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住房保障。深圳市

层面，除了贯彻落实国家对城中村改造及住房改革的要求之外，还结合自身的发展状

况做出具体回应。一方面，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利时机，深圳致力于建设 “国

际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城市发展的高目标对产业升级和城市经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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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亟须庞大的人才群体作为支撑。从２０１１年起，深圳陆续发布多项人才安居政策
以吸引和留住人才，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供应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３５万套 （其

中福田区需完成５２０６２套）。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新增建设用地，存量用地就成为深
圳保障房建设的主要空间，城中村改造也因此与住房保障体系相联系。福田区层面，

为适应深圳 “强区放权”战略背景，区政府需要落实城中村改造及保障房供应的任

务要求。在新增用地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区政府将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并借深业集团

在２０１６年发起的 “青年房卡计划”，促成该计划率先在水围实施。由于水围新村地

块的规模不大，街巷和楼层整齐划一，且业主大多居住在港澳或海外，为房屋的收回

及改造提供了条件，这也是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原因。可以说，柠盟公寓是地方政府

在城市转型升级和人才安居新政背景下进行积极探索的产物。

总体来说，地方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村集体的 “吸纳”，从而主导了城中村的改

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 “二房东”的角色获取村民一段时间内的空间改造

和租赁权利，通过与国有企业和村集体股份公司合作，将改造后的住房纳入政府保障

房体系，既完成了对城中村的综合整治，又实现激活存量土地、人才安居乃至服务城

市升级的目标。同时，水围被置于更高的战略地位，实现了由低品质私宅向高品质

“准公共品”的跨越。政府虽未取得土地产权，但并不影响其 “吸纳”城中村集体、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政治目标的实现。不过，相比前两个阶段，村集体对于人才住房

空间营造的主动性不强，更多以 “协作者”的身份 “被动”参与其中。

四、效应与影响

“行政吸纳”贯穿于水围村改造的不同阶段，其积极效应是明显的。首先，政府

通过规划、出资，弥补了城中村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足，切实改善了市

容景观及卫生环境，消防和盗窃等安全问题大幅度减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很好地实现了城中村与城市大环境的融合。其次，政府以全局视角引导城中村改

造，使城中村与城市整体发展充分衔接，避免了可能的资源浪费，实现了城中村与城

市发展的深度融合。最后，滚动式改造增进了政府与村集体的磨合，“政府主导 ＋股
份公司协作”的模式逐渐成熟，有利于社会治理优化和改进。

不过，“行政吸纳”本身也带有对于政绩的考虑，存在过度投入的潜在问题。以

沿街立面的改造为例，村民的诉求并不强烈，而且由于是政府一次性投资，后续的维

修问题转由股份公司承担，变成了村集体的负担。此外， “行政吸纳”具有 “甄别

性”和 “强者优先”特征 （ＫａｎｇａｎｄＨａｎ，２００７），容易出现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从
柠盟公寓改造过程来看，“行政吸纳”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村集体的股份公

司。前者经营实力强，通过改造可获得良好的收益和声誉，甚至在未来对水围村的改

造开发权上获得优势；后者通过改造保证稳定的经济收入，政府、国有企业和村集体

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利益联盟。柠盟公寓的承租人是 “人才”，这类人群具有较强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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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能力，可以承担改造成本，而且被赋予对城市贡献度更高的价值意义。然而，广大

“非人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低收入群体，则被边缘化。柠盟公寓的建设初衷在于增

加保障房供给，而原有城中村空间本身就具有廉价和保障特征，新的人才公寓的出现

并未增加保障房的供应量，只是置换了入住者，提高了入住门槛。因此，改造实际上

降低了城中村住房的弹性与灵活性，亦使城中村的包容性大大折损。

五、小结

本文结合 “行政吸纳”理论，以深圳市水围村为例，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中村改

造模式进行分析，揭示改造进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特征与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及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１）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 “行政吸纳”现象，是政府

对村集体及其空间所采取的选择性 “吸纳”。“行政吸纳”产生的条件主要包括城市发

展空间受限、城乡二元体制、政府掌握土地管理权和旧村改造政策及规划制定权。（２）
深圳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演化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状况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水

围的改造经历了 “拆除重建为主”、“环境类综合整治”和 “统租类综合整治”三个阶

段，以村集体为吸纳对象，政府在不同阶段背景下分别采取 “被动吸纳”“主动吸纳”

“主导吸纳”策略，着重 “吸纳”了城中村的土地、综合环境与公共服务功能。（３）政
府主导下的城中村改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推动了城中村与城市主体的深度融合，另一

方面也出现了过度建设、弱势群体边缘化和城中村包容性降低等问题。

进入新时代，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将会是未来较长时间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城中村被赋予更大意义，其改造模式的选择映射了政府对于 “非正规”空间的

积极响应。深圳水围村的案例既呈现了综合整治模式的可能性，也体现了城中村与城

市融合的多样化路径。相比常见的 “整村改造”模式，水围村所采取的 “渐进式局

部改造”策略值得关注。２０１８年，深圳提出 “在特定时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

村”，从 “行政吸纳”角度来看，亦折射出政府对村集体的进一步 “吸纳”。对于新

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这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陈天祥、应优优 （２０１８）：《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常态》，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２期，第１７８～１８６页。

陈伟东、孔娜娜、卢爱国 （２００７）：《多元博弈、多重形态：城市社区权利关系模式》，《社会
主义研究》第６期，第９３～９５页。

郭友良、李郇、张丞国 （２０１７）：《广州 “城中村”改造之谜：基于增长机器理论视角的案例

分析》，《现代城市研究》第５期，第４４～５０页。
何深静、刘玉亭 （２０１０）：《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地理科

学》第４期，第４９６～５０２页。
贾生华、郑文娟、田传浩 （２０１１）：《城中村改造中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理论与对策》，《城市规

０８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划》第５期，第６２～６８页。
蒋金富 （２０１２）：《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于个案的描述和分析》，《天津行政学院学

报》第３期，第５６～６５页。
金耀基 （１９９７）：《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康晓光、韩恒 （２００５）：《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６期，第７３～８９页。
李培林 （２００２）：《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第

１６８～１７９页。
李志刚 （２０１１）：《中国城市 “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

例》，《城市规划》第１２期，第７５～８２页。
邵任薇 （２０１０）：《城中村改造中的政府角色扮演：安排者、监管者和协调者》，《城市发展研

究》第１２期，第１２５～１２８页。
唐文玉 （２０１０）：《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

报》第１期，第１３～１９页。
陶建钟 （２０１３）：《风险与转型语境下社会秩序的路径选择———控制、吸纳与协作》，《浙江社

会科学》第８期，第５７～６６页。
王清 （２０１５）：《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式的转型》，《中国行政管理》

第６期，第７７～８１页。
王荣、李红、郑恺等 （２００６）：《“城中村”改造如何全面推进？》，《深圳商报》６月７日，第

Ａ０５版。
魏立华、闫小培 （２００５）：《“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 “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

模式》，《城市规划》第７期，第９～１３页。
吴月 （２０１５）：《吸纳与控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６期，

第７５～８３页。
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 （２００４）：《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 “城中

村”改造为例》，《城市规划》第３期，第３０～３８页。
叶裕民 （２０１５）：《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架构与机制创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考

察与思考》，《城市规划》第８期，第９～２３页。
张京祥、赵伟 （２００７）：《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城市规划》第１期，

第６３～６７页。
赵静、闫小培 （２０１２）：《深圳市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 《人文地

理》第１期，第６０～６５页。
赵艳莉 （２０１２）：《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广州市 “三旧”改造解析》，《城市规划》第６期，

第６１～６５页。
周黎安 （２００７）：《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７期，第３６～５０页。
邹兵 （２０１７）： 《存量发展模式的实践、成效与挑战———深圳城市更新实施的评估及延伸思

考》，《城市规划》第１期，第８９～９４页。
Ｈａｏ，Ｐ，ＲＳｌｉｕｚａｓａｎｄＳＧｅｅｒｔｍａｎ（２０１１），“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３５（２），ｐｐ２１４－２２４

１８

萧俊瑶等：“行政吸纳”视角下城中村改造模式及演化机制研究



Ｋａｎｇ，ＸａｎｄＨＨａｎ（２００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ｐｐ１１６－１２８

Ｌｉａｎｇ，Ｘ，ＱＹｕａｎａｎｄＸＴ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７８，ｐｐ４１－５０

Ｌｉｕ，Ｙ，ＳＨｅａｎｄＦ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Ｒａｐｉ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３４（２），ｐｐ１３５－１４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２０１６），“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Ｕｒｂａｎｉｓｍ：Ｎｅ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０（１），ｐｐ１８７－１９９

Ｓｏｎｇ，Ｙ，ＹＺｅｎｏｕａｎｄＣＤｉｎｇ（２００８），“ＬｅｔｓＮｏｔＴｈｒｏｗｔｈｅＢａｂｙｏ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ｔｈＷａｔｅｒ：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Ｈｏｕｓ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５（２），ｐｐ３１３－３３０

Ｗｕ，Ｆ，Ｆ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ＣＷｅｂｓｔｅｒ（２０１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
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ｒｉ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０（１０），ｐｐ１９１９－１９３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ｉｔ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ＸＩＡＯＪｕｎｙａｏ１，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２，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ｌａｓｇｏｗ，ＧｌａｓｇｏｗＧ１２８ＱＱ，Ｕ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ｎｅｗｓｔａｇ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ｂｙ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ｂｕｉｌｔｕｐｌａｎｄｓ，ｏｎｅｏｆｍａｊｏ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ｕｃｈｌａｎｄｓｉｓ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ｔ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ｕｉｗｅ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ｉ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ｏ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ｂｓｏｒｂｅｄ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ｆｏｃｕｓｏｎ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ｅ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ｃｉｔ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ｈｕｉｗｅｉ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ｈｕｉｗｅｉ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责任编辑：黄顺江

２８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